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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神學運動如何繼續下去？ 
—從人文主義角度來設想 
 

林子淳 

墨爾本神學院基督教思想高級講師 

 

 

 

摘要 
 

漢語神學運動從起始時便與現代性的種種探問拉上關

係。早期傾向注重語言、文化和本色化等文化議題，但自二

千年以來，由於中國在世界局勢中的角色轉變，更多的關注

投向了社會性層面。政治和法律等議題被提出來，它們雖

然或多或少與神學有關，卻顯然不同於傳統探究，故此爭

論和誤解也應運而生。本文在上述背景下，從人文主義角

度探究漢語神學的可能發展方向。啟示與法律的關係是在

現代性反詰的情況下受關注的問題，它牽涉一個神學議題：

人性是自足的抑或應追求一個比自己更強大的本質？這與

在歷史能否安立正義和成就德性猶有關係。基督教傳統在

這方面可回溯至道成肉身的討論，並影響着中世紀對上帝

形象和現代人性觀的探究，這些都是人文主義者一直所關

注的。漢語神學可從基督教傳統資源繼續挖掘，並由此來

回應當下所面向的種種議題。 

 

關鍵詞：漢語神學  人文主義  現代性  中國語境  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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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廣義來說，漢語神學即以漢語（文化資源）來闡釋基督

教神學的論述。如此一來，其發端即使不計算在唐代不太

肯定有否漢人參與的景教神學，也早於明末清初之信教儒

士中經營着。然而在當代的學術討論中，漢語神學往往專

指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降，在中國大陸學術界萌芽，漸

漸在九十年代起受到整個包括中、台、港等地漢語地區學

者關注以至參與的基督教研究學術現象，更可說已形成了

一種既為神學亦是文化的運動，其產生之歷史原因也促成

了箇中的表述色彩，1這定義下的漢語神學也是本文之主要

關注所在。 

我們當然明白，過去二十多年來這種學術運動猶如各

種處境神學般牽涉不少爭議，尤其當中多有關注漢語神學

之定義和範疇等問題，但相信沒有人能否定在其發展過程

中出現了珍貴的神學性論述（theological discourse）。2在漢

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這推動漢語神學運動機構成立二十五

周年之際，本文首先在於回顧和分析這運動的過往軌跡，

故在本質上偏向評論性。但除此之外，也盼望能在漢語神

學運動遭遇到當下政治社會語境中的種種問題前，指出過

程中曾出現由文化到社會現代性問題意識的位移，故論者

在其中何以會碰上一些誤區與困難。在這基礎上，我們最

                                                             
 1. 賴品超應是最早嘗試劃分出廣狹兩義漢語神學的學者，參其〈漢語神學的類型與發展路

向〉，載楊熙楠編，《漢語神學芻議》（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頁 3-
4；當時他把劉小楓和文化基督徒的論述視為狹義漢語神學的代表，但隨着此學術運動
的發展，狹義的漢語神學似乎應涵蓋更多不同種類的學者，這也是本文要重新敘述歷史
的原因；另參他與筆者的論述：Pan-chiu Lai & Jason Lam,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Sino-
Christian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 by the Editors”, in Pan-chiu Lai & Jason Lam (eds.),  
Sino-Christian Theology: A Theological Qua Cultural Moveme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Frankfurt am Mainz: Peter Lang, 2010), pp. 1-17。 

 2. 原著集成的例子可參：楊熙楠編，《漢語神學芻議》；何光滬、楊熙楠編，《漢語神學
讀本》（兩卷；香港：道風書社，2009）；李秋零、楊熙楠編，《現代性、傳統變遷與
漢語神學》（三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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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會從人文主義傳統作出一些反思和建議，希望對參與漢

語神學運動的學人產生共鳴和有所啟發。 

 

二、現代性的糾纏：文化和社會的面向 
熟知漢語神學運動的讀者，應該了解這運動能在八、

九十年代起蘊釀並發展起來，與當時中國大陸在文化大革

命以後，亟需從衰頽的處境中振作有密切關係。這在社會

大環境裏自然是指向改革開放的政策，對學術界來說卻猶

如在五四運動大半世紀以後，接續中斷了的中國現代化問

題。對人文學者來說，「現代性」便成為了好一段時間的關

鍵詞，雖然它應包含着許多不同層面的討論。哈貝馬斯

（Jürgen Habermas）為回應後現代和反現代的批判，曾藉回

顧韋伯（Max Weber）的論述指出，他的架構主要在處理社

會現代性或社會理性化（societal rationalization）的問題，

因此便集中在工具理性所帶來的官僚化等現象。不過哈貝

馬斯卻認為，文化現代性或許是一個更具歷史意義的面向，

因為它說明了現代性不只包含資本主義和現代國家為內

容，更指向一種具批判性的潛能，雖然其內容更為複雜和

具爭議性。3我們在此固然無法完全展開這個大題目，可是

由於漢語神學運動從起始時便已沾上現代性的討論，故此

我們也將發現它不斷地糾纏於箇中許多相關的課題。 

按照以上簡單的二分面向，漢語神學起始時的討論主

要是集中在文化現代性的層面上，漸漸地才轉移到更關注

社會現代性的議題，而這與整個時代的變遷和關注猶關，

從漢語神學兩位早期「教父」的言說也可看出這種趨勢。何

光滬在〈漢語神學的根據與意義〉中指出，漢語神學首先應

                                                             
 3. Jürgen Habermas, “Modernity: An Unfinished Project”, in Maurizio Passerin d’Entreves & 

Seyla Benhabib (eds.), Habermas and the Unfinished Project of Modernity (Cambridge: MIT 
Press, 1997), pp. 4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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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母語神學的概念來理解，除了它能把傳統的本土神學和

處境神學都包含在內以外，更因為歷代的神學家大多是以

其原生語言做神學的。4這種提法固然會讓人集中於語言表

述的問題，但對人文學者來說，語言顯然不只是一種工具，

這種意義表達載體與背後的文化本身從來就有着須臾不離

的關係，與生活世界互為表裏。這種思考方向最終當然不

能脫離與社會處境和歷史傳統的對話，故此我們也看到何

光滬日後的發展路向，除了是建構其全球宗教哲學外，更

在公共領域中針對狹隘的國家主義提出批判。5 

劉小楓在漢語神學初創時，強調在現代漢語語境中與基

督事件相遇時的個體性經驗，並在長期以來備受討論。筆者

以為其關注從一開始已經包含上述現代性的兩個面向，這從

其篇名〈現代語境中的漢語基督神學〉已可看出。6「基督神

學」固然是其中的主詞，但卻是在「現代語境」中來建構

的；再仔細分析的話，劉小楓當年所展示的那幅圖象已顯

端倪： 
 

基督事件  

                     ↓                 

基督神學（理想型態）  

                     ↑                 （歷史型態） 

希臘語

神學 
拉丁語

神學 
英、法、德、 
西、俄語神學 

漢語神學  

 

                                                             
 4. 何光滬，〈漢語神學的根據與意義〉，載楊熙楠編，《漢語神學芻議》，頁 23-26；另一篇

奠基性文章為〈漢語神學的方法與進路〉，載楊熙楠編，《漢語神學芻議》，頁 39-53。 
 5. 例如：何光滬，《百川歸海：走向全球宗教哲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8）；何

光滬，〈龍與鴿子：中國的民族－國權主義與天主－基督宗教〉，載《道風：基督教文
化研究》35（2011），頁 129-146；何光滬，〈中國的國家信仰與宗教信仰〉，載《道
風》37（2012），頁 317-334。 

 6. 劉小楓，〈現代語境中的漢語基督神學〉，載《道風》2（1995），頁 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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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神學」被說成是從韋伯的理想型態來理解的，對大

部分關注現代神學的學人來說，自然會從巴特（Karl Barth）

的神學來理解，但劉小楓所注明的韋伯更關心的卻應該是

社會現代性的問題。在置於與不同語言的平行關係表述下，

這看似是一個關注文化現代性的問題，也是漢語神學早期

討論的主要路向。故此筆者曾經試圖重繪圖象如下，7以顯

示劉小楓的另一隱含意向： 

 
人文學事件  

                     ↓                 

現代性（理想型態）  

                     ↑                   （歷史型態） 

英、法、德、 
西、俄現代性 

中國現代性  

 

如此看來，所謂縱向與橫向僅取決於論者所採取之坐標；

對神學學者來說，現代性之縱向正是其橫向，反之亦然，這

正反映出文化與社會現代性之間相互牽連的關係。順此觀

點，筆者在多年前已嘗指出： 

 

在十多年過去後，現在回望過來，許多當年論者提出的相

關「神學」議題與中國現代化的討論是相互對應的。其中引來

較多關注的，是所謂神學是否需要「本色化」和與中國文化「調

和」的問題，現在轉個角度來看，根本就是當年學界一些重要

                                                             
 7. 由台灣中原大學基督教與華人文化社會研究中心主辦，於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三至十四

日在東海大學和中原大學舉行的「漢語神學：現代公共平台上的基督教信仰論述」系列
講座；感謝主辦方的邀請，筆者將相關講座整理成冊出版。這圖首此出現於林子淳，〈漢
語神學的未來—神學論題引介〉，載《道風》50（2019），頁 25；英語的討論參 Jason 
Lam, “Is Sino-Christian Theology Truly ‘Theology’? Problematizing Sino-Christian Theology 
as a Public Theolog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Theology 14 (2020), p.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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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之「神學」版本，即普世價值（以至自由主義）能否本土

化和文化民族主義能否與現代性接軌的問題。8 

 

劉小楓及相關學人能夠自如地在不同領域間游走，就如張

旭所言，是因他策略性地「從思想史的視角，將基督教的思

想視為橫貫整個西方古典與現代的一種大傳統」。9而大陸

的漢語學圈中，即使是對基督教神學有興趣的大部分學者

皆沒有傳統的宗教認信，故此便很容易偏向關注「橫向」的

歷史維度。10 

然而以上的討論之有效與否，在二十多年後看來，是

有其時代性限制的。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漢語學界所追

求的，如上所述，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普世現代性的觀念。現

今被視為新左派代表人物的甘陽，當年也說：「我們今日必

須使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區別成為一種如同西方各國文

化之間的區別一樣，是在同一個現代文化形態範圍之內的

區別。」11可是約在千禧年轉折之際，漢語學界已萌生出對

普世現代性的詰問。這從劉小楓的漢語神學論著題目已反

映出來，其當年修訂了的主題已不再是「現代語境」中的漢

語神學問題，而變成了漢語神學與「歷史哲學」問題，在內

                                                             
 8. 林子淳，〈科際整合：漢語「神學」的終結？—對當前漢語神學發展軌跡的反思〉，載

《道風》38（2013），，頁 40；修訂版載林子淳，〈從漢語神學近年關注的幾項議題檢視
神學反思和社會發展的關係〉，載韋爾克、林子淳編，《政治與公共—中西神學對談》
（香港：道風書社，2014），頁 147-176；林子淳，《存在．歷史．神聖—當代漢語神學
－政治論說反思》（香港：道風書社，2016），第一章。 

 9. 張旭，〈基督教神學的漢語之路：走向漢語神學第二期〉，載楊熙楠、林子淳、高莘編，
《傳承與發展—第四屆漢語基督教研究圓桌會議論文集》（香港：道風書社，2012），
頁 54。 

 10. 這便為漢語「神學」的意識和身份認同帶來隱憂，亦是強調其人文學術性而引起廣泛關
注時隱蔽了宗教認信性所帶來的代價，更帶來早期之所謂「文化基督徒」的爭議；參漢
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編，《文化基督徒—現象與論爭》（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
所，1997）；林子淳，〈科際整合：漢語「神學」的終結？〉，頁 41。 

 11. 甘陽，〈八十年代文化討論的幾個問題〉，載氏編，《八十年代文化意識》（上海：世
紀出版集團，2006），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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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上更傾向於處理韋伯所關注的資本主義和社會現代性的

關聯。12當然，在千禧年以後，劉小楓以至許多漢語學人更

關注的，是漸漸轉移至政治神／哲學問題。13 

從這種問題意識的位移，我們或許可以把漢語神學運

動的發展簡單分為兩期：第一期固然是從二十世紀九十年

代開始，以（理想型態）神學的絕對性和（語言）文化的流

變性作反照，帶出了漢語神學是否仍要走本色化的道路為

主線；雖然在這裏「本色神學」被賦與了一種特殊意義，簡

單來說就是明末清初以降以耶穌會士（Jesuits）為代表的以

耶補儒為綱領。由於神學的文化載體經久在變動之中，因

此神學應否隨之而轉變其型態便成為問題，這也連帶引起

了漢語神學應以類似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

《神學大全》（Summa Theologica）抑或《駁異教大全》

（Summa Contra Gentiles）的進路來處理的問題（教義神學

vs 辯護神學），而這又碰上了其參與者主要為非傳統教會

認信者的話題，故此產生了許多討論以至爭議。14 

第二期的討論就是接續着文化流變性發展而產生的，

這在當代中國語境中自然與政治和社會的變遷有關，甚至

涉及中國與世界關係和局勢的轉變，包括了千禧年轉折間

歐洲一體化的發展、以美國為首的全球化議題，以至中國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我們會在下一節闡述。伴隨這些問

題也出現了歷史哲學和政治神學的關注，然而也帶來了神

學本質若何的另一輪提問。這發展涉及諸多新的討論議題，

                                                             
 12. 劉小楓，〈漢語神學與歷史哲學〉，載氏著，《漢語神學與歷史哲學》（香港：漢語基

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頁 3-96。 
 13. 這自然是與整個政治社會變遷有密切關係，參林子淳，〈從漢語神學近年關注的幾項議

題 檢 視 神 學 反 思 和 社 會 發 展 的 關 係 〉 ； Lam, “Is Sino-Christian Theology Truly 
‘Theology’?”；另參瞿旭彤，〈尼采以後—今天我們如何做漢語神學？〉，載《道風》
50（2019），頁 155-182，提供了一個針對尼采關注的仔細文本分析。 

 14. 參林子淳，〈漢語基督教神學的類型學思考〉，載《道風》23（2005），頁 165-184；Jason 
Lam, “A Typological Consideration of Sino-Theology”, Quest 4 (11/2005), pp. 93-109。 



林子淳 

 312 

是一漸進的發展過程，故具體時間也不能說得很準確，只

能籠統地說約在二千年轉折以後，愈往後所產生的話題便

與早期的討論走得愈遠，但並不抹掉前期的討論。故簡單

來說，漢語神學運動是由文化現代性的關注，漸漸轉移向

有關社會現代性的討論；從對現代性的肯定與追求，轉變

為對其的質疑和詰難，故便出現了所謂轉向的路線。但其

實現代性本就是一個包含多面向的議題，只是數十年來漢

語學界才漸漸從混沌中梳理出一幅較清澈的圖像。 

 

三、神學本質的探問：從質疑現代性到回歸古典 
現代化以至現代性探究的出現，固然並非憑空設想，

而是伴隨着歷史發展情勢而出現對其的反思。第一個可資

探討的現代性模型，當然與歐洲的歷史發展有關，並與基

督教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從中世紀到現代，歐洲是從統

一的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漸漸分化的歷程，當中涉

及的正是本土化或地方語化（vernacularization）的發展，故

漢語神學的早期討論，從這裏切入文化現代性議題是很自

然的。然而伴隨着這歷史發展的也是歐洲民族國家（nation 

state）的生成，這又跟中國在千禧年之際在國際舞台上的參

與和定位猶關，因此由文化現代性漸漸邁向社會現代性的

探討也有其當代背景和合理性。 

歐洲在這一轉變過程中，產生出重要的世界觀變化：

由信仰為中心的思考漸漸轉變為以人類為中心，這也是世

俗化趨勢的一部分。這過程固然不是一蹴而就的，帶動這

變化的一個關鍵，正是資本主義經濟以至及後巿場化的發

展。韋伯議題的指向，涉及宗教改革期間歐洲心靈對肯定

此世之態度的轉變。從這個角度我們便不難理解，何以西

方人文學者在研究過程中，尤其在面對歐洲一體化和以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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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為首的全球化問題時，不時呈現出欲重尋歐洲靈魂的鄉

愁；15基督教思想和歷史在其中便自然據有重要的位置了，

也因此容易使人固化出一個刻板的印象：基督教＝西方，

雖然誰都知道基督教乃誕生自猶太民族。 

這種情勢從九十年代初，即蘇聯和東歐共產陣營國家

分崩瓦解以來尤其明顯。這固然是一個巨大的歷史發展歷

程，我們在此不能仔細分析，而只會指出一些跟漢語神學

的發展背景相關的事件作討論。對於當時的人文學界來說，

一九九二年日裔美籍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歷

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自然是吸睛之作，順着當時的國際情勢指出資本主義作為

人類歷史的黑格爾式終局。16可是言猶在耳，其師亨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在翌年於《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中提出「文明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之說，17認為一元化的結局言之尚早，甚至只是當時後冷戰

時期更大規模的國際衝突前的片刻寧靜。當然，後者的說

法在今天看來似乎更佔上風，因為在千禧年轉折之後不久，

便發生了舉世震驚的九一一襲擊事件，而以美國為首的反

恐戰爭更接續上場。這一切首要當然是關乎政治和軍事的

                                                             
 15. 歐洲一體化和以美國為模型的全球化乃為兩個性質不一甚或有張力的議題，卻在漢語神

學的討論中可能產生出誤區，這在楊慧林早年的一篇文章已提及，參其〈「一體化」與
「全球化」問題的錯位及基督教視角〉，載《基督教的底色與文化延伸》（哈爾濱：黑
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頁 271-288；西方學者的觀點可參 Robert N. Bellah, “Courageous 
or Indifferent Individualism”, Ethical Perspectives 5 (1998), pp. 92-102 (http://www.ethical-
perspectives.be/viewpic.php?LAN=E&TABLE=EP&ID=380, accessed on 9 August 2020)。 

 16.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這
書源於作者在一九八九年已作出的評論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16 (1989), pp. 3-18。 

 17.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93)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1993-06-01/clash-civilizations, accessed 
on 9 Aug 2020)；作者擴充論題在一九九六年出版了《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Touchstone,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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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可是由於在其中牽涉着歐美與阿拉伯世界的分歧，

基督教和伊斯蘭兩宗教和相關的國族關係，便使話題披上

了宗教外衣。尤有甚者，當時一眾頂尖學人如哈貝馬斯和

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等都提出了與宗教有關的論題，

這便使本來對宗教冷淡的公眾領域增添了熱熾氣氛，漢語

學界自然也不會例外了。 

適逢二〇〇一年底中國加入了世貿，繼後更漸漸發展

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0 年）。事實上，全球化正是

巿場化經濟和世俗化的極致表現，它的現代象徵卻是美國

模式。故此，這不單帶來亞、非、拉美發展中國家的疑惑，

連帶歐洲亦然；尤其在現今世界政治與經濟的緊密相連性

下，所產生的張力是巨大和明顯的；對於中國這個社會主

義國家來說，當然更成問題。這一切看來與神學研究愈扯

愈遠，但背後卻充斥着跟宗教文化和國族政治相關的象徵

符號，雖然不少內容是不盡不實的穿鑿附會，卻是活躍於

公共文化領域中，以致漢語學人和神學論說不能迴避。 

在這個大背景下，對施特勞斯（Leo Strauss）的關注走

上了漢語學界的前台。這表面上是一個歷史偶然，原因是

小布殊（George W. Bush）在二千年當選為美國總統以後，

施特勞斯被某些人說成是其保守陣營背後的思想資源，18但

在西方主流論述中卻並未太受關注。不過在漢語語境中施

特勞斯成為熱話卻有一定的合理性，概因當時正是中國入

世之初，正在尋索其在國際舞台中的角色、位置與形象，又

適逢現代性備受質疑之際。從這角度看來，漢語學界對施

                                                             
 18. 參 James Altas, “Chicago’s Grumpy Guru: Best-Selling Professor Allan Bloom and the 

Chicago Intellectuals”,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3 (Jan 1988), pp. 12-31；及後兩篇評論
Brent Staples, “Undemocratic Vistas: The Sinister Vogue of Leo Strauss”,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28 Nov 1994), A16 及 Richard Bernstein, “A Very Unlikely Villain [or Hero]”,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29 Jan 1995), 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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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勞斯的探尋，除了是以政治哲學為主線以外，最重要的

便是其強調之古典心性和隱微寫作的概念，完全符合了當

時中國政治和社會語境之需要，也是另一股推動國學／儒

學熱的助力。可是對於漢語神學運動來說，更值得注意的

乃是啟示與哲學的永恆衝突議題，而這才是統攝施特勞斯

畢生思想的主軸，並與上節所及課題互相緊扣。 

一九六四年當施特勞斯的朋友和弟子為他出版紀念文

集，把標題定為《古人和現代人》（Ancients and Moderns），

這正符合漢語學界對施特勞斯探究的口味—古今之辨：

對現代性的質疑和重尋古典心性，可是他卻不以此來標識

其思想主線。事實上，施特勞斯早年在德國便以研究斯賓

諾沙（Baruch Spinoza）的神學－政治學作為其學術生涯的

開端。他在憶起這階段時更曾說： 

 

對我來說，巴特和羅森茨魏希（Franz Rosenzweig）的名

字標識出神學的復甦，從而人們有必要搞清楚，對無論是

猶太教還是基督教的正統神學的批判多大程度上取得了勝

利。19 
 

施特勞斯更補充道：「從此，神學－政治學問題一直是我的

研究論題。」20從這角度來察看，古今之辨的實質乃為：「一

種相信自己能夠駁倒啟示的可能性的哲學—和一種不相

信自己能夠駁倒啟示的可能性的哲學；這是古今之辨的真

正意義。」21 

                                                             
 19. 轉引自邁爾著，劉平譯，〈施特勞斯思想中的神學－政治問題〉，載邁爾著，林國基等

譯，《古今之爭中的核心問題：施米特的學說與施特勞斯的論題》（北京：華夏，2004），
頁 197；原出於 Leo Strauss, Gesammelte Schriften (Neuwied am Rhein and Berlin, 1965), 
vol. 3, pp. 7-8。 

 20. 同上。 
 21. 邁爾著，劉平譯，〈施特勞斯思想中的神學－政治問題〉，頁 198-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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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些問題深入下去，漢語神學應該可以發展出諸多

有意思的研究方向，正如在過往十多年間更廣闊的漢語學

界已出現了不少與施特勞斯思想相關的論述。可是在一個

在強調復古和尋索身份認同的年代和語境中，基督教神學

在中國語境中卻顯得十分尷尬。除了前述基督教在文化領

域經常被等同西方外，它本身在歐洲的發展正是在希伯來

和希臘兩個被視為不可調合的傳統下互動而成，故漢語學

人在相關意識驅使下，也駐足於古今東西相遇的「文化」層

面。這種探索當然也可以對歷史和文化研究作出多方貢獻，

但也很容易只逗留於一種抽離式的討論，對希望發展出傳

統建構性「神學」論述者來說，卻仍騷不着癢處。 

從這視角出發，比起施特勞斯在西方學界更偏離主流

的施米特（Carl Schmitt）在漢語學界中得着青睞便顯得合

理。22由於對政治哲學的關注，尤其基於對現代中國身份與

角色的探尋而產生對自由主義的張力，施米特便在這時被

引入。其思想固然是把神學話題與政治，尤其現代主權國

家對法權的討論緊密扣連，而且是在與西方跟基督教有關

的現代性語境中提出來的。可是誰都知道，施米特講的「政

治神學」並非一種傳統上的神學主張，乃是要表明神學與

法學的密切關係，甚至有結構以至思想資源上的共通性。

然而這在當代中國處境裏，卻有效地在把信仰與法律的聯

繫扣連至個體與國家的聯繫，當中涉及的是國家作為法權

主體的運作。由於把神聖啟示化身於具體歷史中所需要的

是一種平行於道成肉身的過程，故霍布斯（Thomas Hobbes）

及一眾啟蒙思想家也被漢語學人關注起來。在這個議題下

                                                             
 22. 漢語神學方面的起始討論可參《道風》16（2002），其主題為「價值的僭政中的神學」，

正是出現於施特勞斯之兩期研究以後；較全面的梳理可參曾慶豹，〈施米特：權威，而
非真理制定法律〉，載曾慶豹編，《政治哲學與漢語神學》（香港：道風書社，2007），
頁 9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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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審視社會現代性問題，施特勞斯的古今之辨便顯得別具

意義，格林（Kenneth Hart Green）精闢地指出： 

 

信仰不是啟示宗教的關鍵概念，而現代人卻認為信仰是

啟示宗教的關鍵，從而生硬地將信仰與法律或誡命剝離開

來，而後者實際上才是根本。換句話說，啟示之所以對作為

哲學家的邁蒙尼德（Maimonides）有意義，乃是就其以神的

啟示法律（a divinely revealed law）的形式出現而言的，而且

啟示這種形式（如斯特勞斯的斯賓諾莎研究所示）從未被理

性拒斥過。23 

 

簡言之，這是關乎法律的認受性問題。它若非人定的就是

神給的，前者是相對可流變的，但後者卻是絕對和普遍的，

這便是施特勞斯致力於神學－政治學的一個關鍵。而施米

特之所以鍾情於霍布斯，亦因在現代性語境下，國家必須

在民眾中重建法律的認受性，不能再以宗教或神話為前題，

故此一種與（自然）神學平行的學說便顯得必需；政府作為

利維坦（Leviathan）式的人造神需要獲取一種猶如上帝般的

超然地位，以致可以作出不需理由的決斷。24 

當然，本文的目標不在於概覽歷史哲學和政治神學在

漢語學界過去二十年來的發展，不過從以上討論可以看出

這與漢語神學的軌跡有微妙的關係。總括來說，我們不難

發現在這情勢下，漢語神學遭遇的情況是頗糟糕的：一來

基督教被刻板地視為與西方文化（以至政治自由主義）等

                                                             
 23. 轉引自陳家琪，〈法的精神：啟示神學與政治神學〉，載《二十一世紀》網絡版，32（2004

年 11 月），頁 4（http://www.cuhk.edu.hk/ics/21c/media/online/0408041.pdf，2020 年 8 月
9 日瀏覽）；原出於格林著，游斌譯，〈現代猶太思想流變中的施特勞斯〉，載劉小楓
編，張新樟等譯，《施特勞斯與古典政治哲學》（上海：上海三聯，2002），頁 124。 

 24. 參陳家琪，〈法的精神〉；此文言簡意賅，很值得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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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或連上必然關係，縱然這在仔細分析下十分成疑；二來

神學的討論因着國際形勢的變遷被牽連至法律與國家權力

的論域，不過這卻非基督教傳統上的「神學」話題；再者，

我們在這裏不能詳細觸及的，是在相同時段中因中國在建

構自己的國際形象，故當（西方）現代性備受質疑時，古典

文化即國學尤其儒學便被捧上前台。如此一來，「漢語」、

「基督教」和「神學」便皆被不同主題擠壓住（國學／儒學、

西方文化、法律／國家主權），使參與學人難以繞過其中的

討論，但箇中卻存在相當多的概念誤區。從好的方面設想，

漢語神學運動是能藉此機會引入更多不同面向的學術興

趣，但卻令其自身難以發出自己跟基督教傳統相關的聲音

和議題，這也是近十多年來除了客觀政治社會環境以外而

出現的學術困境。25 

 

四、人文心性：永恆掙扎中的居中狀態 
從以上一節我們不難看出漢語神學運動發展至今的一

些困境，這種變化並非由於漢語神學運動內部因素所促成，

乃為學術以至社會大勢所導致，正如張旭所言： 

 

這個社會－政治的大環境不是漢語神學所能改變的，漢

語神學只能生存在這樣一個大環境之中。不考慮這個大環境

所能提供的社會空間和建制的形式，就失去了研究的歷史感

和現實感。26 

 

這正是任何一個神學以至學術運動不應和不能迴避的課

題，漢語神學能在短短二十多年間在一個基督教並非主流

                                                             
 25. 參林子淳，〈科際整合：漢語「神學」的終結？〉。 
 26. 張旭，〈基督教神學的漢語之路〉，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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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語境中萌生並成長起來，正因參與學人能從其專業視野

回應所出現的問題。故此，當漢語神學參與到當代中國發

展中的思想大潮時，便順理成章地應把基督教資源貢獻出

來，「談論一種基督教人文學又或者基督教人文主義」。27

楊俊杰作為一位漢語神學運動長期參與者，給了我們很重

要的提醒，但具體來說當如何進行？如何從事一種基督教

人文主義？ 

從詞源上說，作為一種「主義」的 Humanismus／

humanism 固然是近代西方，尤其是十九世紀以後才出現的

產 物 ， 卻 從 其 起 始 便 指 向 歐 洲 古 學 （ humanitas; 

φιλανθρωπία）中對人類伙伴間的關愛與價值肯定，故也有

人藉此關聯至希臘、羅馬、中國、印度、伊斯蘭以至其他古

文明傳統中的相似理念。28然而不管是古今中西的傳統，倘

若其重視的為「人」，就必然會與「神／天」對照起來，可

是這也不必然地要與其作對或反抗。譬如在歐洲中世紀文

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所涉思想家要強調的一項內容，

正是人乃「上帝的形象」（Imago Dei），為上帝在創造中

最突出者，故分享了神聖的品質。在如費奇諾（Marsilio 

Ficino）和皮科（Giovanni Pico）等思想家看來，人類生活

的榜樣不是西塞羅（Cicero）或凱撒，而是耶穌基督；人要

追求的不是古代的偉大或榮耀理念，而是在社群中通過單

純愛的實踐來獲得尊嚴。29當然，從歷史發展我們得知，其

中對人類自由意志的設想除了導致了路德和伊拉斯謨

                                                             
 27. 楊俊杰，〈人文學回顧與漢語神學展望〉，載《道風》50（2019），頁 194。 
 28. 對人文主義的一個概論，可參 Vito R. Giustiniani, “Homo, Humanus, and the Meanings of 

‘Humanism’”,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6 (1985), pp. 167-195。 
 29. 參 Stephen A. McKnight, “The Legitimacy of the Modern Age: The Löwith-Blumenberg 

Debate in light of recent scholarship”, Th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er 19 (1990), pp. 183-190；
吉萊斯皮著，張卜天譯，《現代性的神學起源》（長沙：湖南科學技術，2008），第二、
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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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asmus）的經典論爭外，也漸漸蛻變成啟蒙時代歐洲思

想家對宗教和傳統質疑的傾向。 

近年備受漢語學界，尤其對政治神學有興趣者關注的

霍布斯，也可視為一位「有神論」的啟蒙思想家，在其著述

中不下二十次提及「耶穌是基督」。當然，他更關注的是作

為道之化身的利維坦—那位「可朽的上帝」（deus 

mortalis）。從基督教傳統和教義學者看來，這固然只算為

自然神論（Deism）的非正統學說，可是我們卻不能忽視其

在當時和現今的社會功能性作用。縱然霍布斯的利維坦是

個人造神，但人間世若欠缺這種奧體（corpus mysticum），

便難以談論一種自我規約的法律，並要求人們共同信守。30

從這點上我們更能明白施特勞斯面對的神學－政治學疑

難：究竟哲學應該相信還是不信自己能夠駁倒啟示？究竟

哲人應該走神化人抑或人化神的道路？這問題當然是在社

會現代性的大背景下，人文主義以至漢語神學不能迴避的

問題，也可能是兩個維度邁向統合的一個契機。 

倘若回歸古典是尋索出路的一種途徑，或許古代教父

早已給出了一條中庸卻不易走的道路：古典基督論以至拯

救學說不就是按着亞他那修（Athanasius）在《論道成肉身》

（On the Incarnation）中的經典論題建立起來的嗎—上帝

成為人以致我們可成神（Αὐτὸς γὰρ ἐνηνθρώπησεν, ἵνα ἡμεῖς 

θεοποιηθῶμεν）。與施特勞斯和施米特同期的政治哲學家沃

格林（Eric Voegelin），正是從此來尋訪迦克敦信經

（Chalcedonian Creed）的基督論。當然，他的意念主要仍跟

其爭議性的核心觀念—居中（μεταξύ, metaxy, In-Between）

                                                             
 30. 參史壯著，萬毓澤譯，〈政治性的神聖特質：重新思考霍布斯與施密特〉，載《政治與

社會哲學評論》22（2007），頁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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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說猶關，31卻指出從古典基督論也可體現此原則。一九六

五年他在哈佛大學神學院（Harvard Divinity School）演講時

指出： 

 

這個教父勇敢試圖表達上帝參與到人中去的二性合一

實在，沒有在兩性的分離或合一的割裂中妥協，關注的乃中

間的實在（inter-mediate reality），亦即居中（metaxy）的結

構，哲學家在分析人的意識在參與到其存在的神聖根基時所

遇到的。中保（Mediator）的實在與中間實在的意識具有同

樣的結構。32 

 

沃格林似乎認為其居中概念在基督教神學中得到很好的體

現，即從耶穌基督這位道成肉身的神人中保和人對其的理

解中呈現出來。從漢語人文傳統看來，這種中庸之道當然

也應被提倡，但卻不易拿捏。 

從布魯門貝格（Hans Blumenberg）對現代性的分析看

來 ， 當 中 展 現 的 進 步 觀 既 為 人 類 帶 來 了 自 我 肯 定

（Selbstbehauptung; self-assertion），也要求着他去重新佔據

傳統歷史神學裏的上帝護佑（providence）位置。33這便把

現代性的討論延續剛才所及的人文主義關懷，即主權意志

在人間世中的運作，並扣連至政治神學的討論。34沃格林的

銳眼在《科學、政治和諾斯替主義》（Science, Politics and 

Gnosticism）中看出： 

                                                             
 31. 我們在此固然不可能詳細闡釋其說法，讀者可參 Jaroslaw Duraj, “The Role of Metaxy in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Eric Voegelin”, Studio Bobolanum 29 (2018), pp. 127-145。 
 32. Eric Voegelin, “Imortality: Experience and Symbol”,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60 (1967), 

p. 263. 
 33. Hans Blumenberg, The Legitimacy of the Modern Age (trans. Robert M. Wallac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3), p. 7. 
 34. 參林子淳，〈神義的忿怒抑人義的激情—從洛維特－布魯門貝格論爭到古今靈知論糾

紛〉，載《道風》40（2014），頁 77-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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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人］為了使創造新秩序的努力看起來有合理性，

就不得不忘卻存在秩序之既定性；存在之秩序必須解釋為是

完全在人控制之下的東西。而控制存在則進一步要求忘卻

存在的超驗的起源；它要求破砍去存在之頭—就是謀殺

上帝。35 

 

謀殺上帝正是現代性論爭以至人文主義思考歷來其中一條

主線所在，這或許說明了何以漢語學界一而再地對尼采懷

有興趣。36然而這不僅是一種人欲掌控萬事萬物的權力慾望

問題，布魯門貝格從護佑的觀點出發給出一個與人文主義

相關的重要思考—人類如何看待自己在歷史中的角色，

關乎其要承擔的歷史道義尤有關係，並會產生出歷史意義

的追尋問題。 

楊俊杰在提出基督教人文學或人文主義路線時，也回

顧了漢語學界從八十年代以降人道主義的討論至當下施特

勞斯熱的過程，在當中指出了人總是為「人」—一種有德

性的存在—而鬥爭，希冀把「更多」的存在必要性顯明，

以致不會沉溺成某種「作為……」的存在而已。37我們若再

往前挖掘，劉小楓便曾指出，在漢語文化傳統中，由孔子筆

削《春秋》及至後世的公羊學傳統，本就是儒生為承擔天道

正義的歷史哲學典範。38故此不論矗立於古今東西，作為處

於此岸與彼岸居間者的人該如何拿捏天道正義，永遠是一

個難以解決又有待解決的人文主義問題。 

                                                             
 35. 中譯文轉引自張新樟，〈沃格林：靈性的政治科學〉，載曾慶豹編，《政治哲學與漢語

神學》，頁 179-180；原出於 Eric Voegelin, Science, Politics and Gnosticism (Washington, 
D.C.: Regnery, 1997), pp. 35-36。 

 36. 從漢語神學出發，當然可參上引瞿旭彤〈尼采以後〉的討論。 
 37. 楊俊杰，〈人文學回顧與漢語神學展望〉，頁 193-194。 
 38. 參劉小楓的論述，〈中譯本導言〉，載洛維特著，李秋零、田薇譯，《世界歷史與救贖

歷史》（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7），頁 xxxvii-xliv；另參劉小楓，《儒家
革命精神源流考》（上海：上海三聯，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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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義者之所以有此承擔，並不是以為自己有過人

之處能夠扭轉世局，從猶太－基督教傳統來說，反倒正因

上面所說，意識到人乃是在社群中通過單純愛的實踐才能

獲得尊嚴，這或許也是近人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

世俗視野下，對猶太的餘民（remnants）概念以至彌賽亞主

義（Messianism）仍深切關注的原因。39從這個角度看，阿

甘本在西方學界中作出帶有強烈宗教性的言說，就如漢語

學界中出現的基督教研究論述一樣，欲取道於傳統的神學

議題來回應當下的尋索。這正如楊俊杰所言：「基督教人文

主義之所以能夠直面人文學的終極話題，當然是由於它確

信有一種至高的力量在帶動着一種比人更高的東西為人們

領航。」40但在這條路徑上人如何經驗神聖，仍是一條萬古

常新的神哲學議題。海德格爾便曾嘗指出，從亞里士多德

發展開來，通過中世紀而混入基督教神學中的自在之因

（causa sui）的上帝，是人不能向其禱告或獻祭、敬拜或跪

倒的對象。41它甚或只是一種人為的希冀，甚或是位人造神。

沃格林在上引講座中提醒我們，提出餘民概念的以色列先

知第二以賽亞並不述及這位未識之神，而是指引民眾仰望

受造眾生中的事物之因（causa rerum）。當然，這位貫乎萬

事並受感於此世中的上帝，既帶來作為受苦義僕之餘民概念

（賽 42），其拯救觀便絕非追求此世的勝利主義形式。42阿

甘本或許也看出了這點，並有意識地發揮了本雅明（Walter 
                                                             
 39. 簡短評論可參高奇琦，〈世俗化的彌賽亞精神：阿甘本的宗教哲學思想〉，載《世界宗

教研究》2015 年第 3 期，頁 33-43；Patrick O’Connor, “Redemptive Remnants: Agamben’s 
Human Messianism”, Journal for Cultural Research 13 (2009), pp. 335-352。 

 40. 楊俊杰，〈人文學回顧與漢語神學展望〉，頁 195。 
 41. Martin Heidegger, “Die Onto-Theo-Logische Verfassung der Metaphysik”, in Identität und 

Differenz (Pfullingen: Günther Neske, 1957), p. 40；中譯可參海德格爾著，孫周興譯，〈形
而上學的存在－神－邏輯學機制〉，載孫周興編，《海德格爾選集（下）》（上海：三
聯，1996），頁 841；同參林子淳，《接着海德格爾思神學》（香港：道風，2019），
第三章。 

 42. Voegelin, “Imortality: Experience and Symbol”, pp. 8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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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jamin）的拯救理念—尋索在「得贖之夜」（Die gerettete 

Nacht）中留下的點點碎片。43人文主義者，尤其追隨猶太－

基督教傳統的，或許可從中找到一點啟發：學人社群根本

不應妄想要如何扭轉自己不能駕馭的時局，卻完全可能藉

言說的能力和機遇透現人性的光芒，展現出縱然是碎片樣

式的拯救磷光。這或許也是漢語神學運動在一個困惑時代

中，參與學人可以思考的方向。44 

 

作者電郵地址：jason.lam@cantab.net 

                                                             
 43. Giorgio Agamben, The Open: Man and Animal (trans. Kevin Attell;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82. 
 44. 本文原為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漢語神學研究」線上講座系列的同名演講稿，部分內

容參照並修訂了作者的幾篇文章：林子淳，〈漢語神學的未來〉；〈科際整合：漢語「神
學」的終結？〉；〈神義的忿怒抑人義的激情：從洛維特－布魯門貝格論爭到古今靈知
論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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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ino-Christian Theology Movement emerged from 

the context of Mainland China in the 1980-90s, when the 

country was eager to resume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t has thus had concerns with various 

issues related to modernity through the years. In the beginning, 

the focus was placed on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and questions 

related to language, culture, indigenization, and so on are 

articulated. Roughly after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 when 

China has involved more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a shift of 

attention to the social dimension has appeared. Questions 

including the political, jurisprudence, and the like relat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ation-station, have arisen; they are also 

intertwined with theological inquiries, but not directly as in the 

traditional style. Therefore, debates and misunderstandings 

have been heard, because at the same time, the ques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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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ther modernity is still desirable or not was raised by some 

Chinese scholars. 

This paper explores a possible developing pathway of 

Sino-Christian the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ism 

against the background mentioned abo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velation and law, a question raised in the 

examination of modernity, needs particular attention. It 

concerns whether the human sees itself as self-sufficient or 

wants to seek for something greater than itself. It is related to 

the question of securing justice and achieving virtue in history. 

The Christian humanistic tradition can trace the discussion back 

to the classical doctrine of incarnation. This doctrine has 

influenced both the medieval inquiry of Imago Dei and the 

modern discussion of humanity, which are also some examples 

of the humanistic concerns. Sino-Christian theology should 

continue with exploring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to respond to the 

contemporary issues it is facing at the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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